
    至正丁酉夏六月，天兵至徽。上(朱元璋)闻朱升

名，微服从连岭出石门，亲临其室，访问大计。升进三

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与《朱枫林集·学士朱升传》相对照，《翼运绩略》不仅

说朱元璋到了徽州，而且增加了“微服”、“亲临其室”的

细致描述，从而使朱元璋成为历史上的第二个访才的“刘

备”。

    《翼运绩略》把朱升与朱元璋相见的时间，定于至正

十七年(1357年)六月，其依据来自《朱枫林集》卷七《行枢密

院判官邓公勋德颂》一文：至正十七年六月，行枢密院判官

邓愈“奉江南行省平章朱(元璋)公命，由宣(州)取徽(州)，

先声所至，不戮一人，郡邑以定”。邓愈手下的一位将官

“张思总戍休宁县”，得知朱升的才华，于是请朱升为邓愈

的“美德”作颂宣扬，朱升便写下此赋。这样一来，引出三个

问题：

    其一，既然邓愈于至正十七年六月奉朱元璋之命兵进

徽州，“先声所至”，朱元璋不在徽州，哪有“亲临其室，访问

大计”、以及“九字三策”之说?

    其二，“微服”之义，通常指帝王或高官为隐蔽身份而

改穿的平民便服。假如朱元璋此时果真在徽州，在自己的

占领地去看一位老儒，没有任何机密，为何要“微服”呢?

何必搞得如此神秘?

    其三，这年，朱升已五十九岁，在元朝社会生活了大半

辈子，在实现“明天子”、“奉良筹”、“大济天下苍生”儒家理

想的实践中，没有多少建树。当他看到“元运将顷”，应在乱

世中另择明主时，便立即紧抓人生的最后一次时机，通过

张思总认识了邓愈，并为邓愈写下一篇《行枢密院判官邓

公勋德颂》。朱升在《颂》中对邓愈这位年轻的将领，以美好

语言、崇敬爱慕之意大唱颂歌。对于这样一位急于出世、召

则即来的老儒，朱元璋何必微服亲临其室呢?可见《翼运

绩略》这段记录是编造的。

    白万历年问以来，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之说开始被被公私史籍收录，并呈现出三种略有不同的记

述。现列举如下：

    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三：

高皇固守江东诸郡，谋取浙东，闻(池州)学正朱

升名，召问时务。对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此说应来自《皇明小史》。

朱国祯《皇明开国功臣传》卷六

    丁酉，大明兵下徽，被旨召见，上问之，对日：高

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此说应来自《朱枫林集·学士朱升传》。

张岱《石匮书》卷五七《朱升传》：

    高帝师至婺(浙江金华)，召问宣、徽间故老耆儒

赐布帛。升应召对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这是作者经过认真思考而做出的判断。由于至

正十七年(1357年)朱元璋根本未去徽州，故《石匮书》的作

者把朱元璋召见朱升的时间，推迟到至正十八年(1358年)

十二月朱元璋至婺州之时。另外，《国榷》亦持《石匮书》之

说，把二人相见的时问定在至正十八年十二月，地点放在

白应天至婺州的途中——徽州。

    上述所录，尽管语言表达及时间上有所不同，但有一

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均采用朱元璋“召见”朱升之说。而《翼

运绩略》所谓“微服”、“亲临其室”之说，仅为明清诸书的

“一家之言”。

    朱升去世至今已有六个多世纪。在此漫长的岁月中，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说，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

到神圣”曲折历程：在明初，它仅是流传于社会上的谬妄的

“委巷之说”，后被当地的方志所收录，并出现“缓称王”、

“慢称王”、“谩称王”三种不同的说法；直到万历年问——朱

升死后约两个半世纪，“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说才被

《朱枫林集》固定下来。为了肯定“九字三策”确有其事，朱

升后裔、乡人，在当地官员们的配合下，不仅对朱同《翰林

侍讲学士朱升传》一文“动了手脚”，还在嘉靖年间炮制了一

篇先叫《免朝诏》、后改为《免朝谒手诏》作为佐证。《翼运绩

略》更是“锦上添花”，使“九字三策”的出现，更加神圣，更

加富于情感，既表现了朱元璋的风采，又暗示了朱升与诸

葛孔明有着相同的“经邦济世”之才。可见古人造假，其技

艺不让今者!(全文完)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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